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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世纪初开始，陈水扁当局对长期照顾制度进行了研拟，以便兑现选举承诺，解决长
期照顾一直以家庭和外籍护工照顾为主所带来的问题。2008 年政党轮替后，台湾地区颁布法律探
索建立长期照顾制度。2016 年底，民进党上台后以国民党长照制度 1．0 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服
务对象范围普及性程度不高、服务供给体系分散和资金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差等问题为由，推翻长
照制度 1．0 而实行长照制度 2．0，覆盖对象不仅涵盖老人而且包括其他失能群体，照顾内容集预防
保健与在宅医疗护理为一体。长照制度 2．0 所具有的特性蕴含着深厚的政治因素，体现了民进党
当局的选举考量。当然，长照制度 2．0 在执行过程中同样面临国民党钳制、筹资模式选择、长照服
务供需难以平衡以及长照制度设立初衷与目标难以实现等诸多挑战。这意味着长照制度应该避
免政治过度干预，坚持满足民众基本需要，顺应两岸融合发展态势，促进两岸社会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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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照顾制度( 以下简称“长照制度”) 是针对身体或心智失能者提供生活照顾、医疗、护理及
康复等服务的制度安排，是多数国家和地区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实施的政策措施，体现了执政党
民生政策的“价值倾向”。［1］早在 1993 年，台湾地区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即达 7．1%，1999 年底更是
接近了 10%。［2］陈水扁敏锐地抓住人口结构变化将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在参选中承诺要制定长
照制度，旋即得到选民的支持并助推其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由此奠定了民进党每次选举必定抛出
民生议题的传统。当然，由于民进党的长照议题基于胜选考量而非基于民生福祉考量，因而上台后
并未准备好长照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为了兑现选举承诺，陈水扁用 8 年执政时间“研拟”长照制度
的制定，并给下一任地区领导人设置了政策障碍，使得 2008 年国民党上台后不得不面对民进党的
政策遗留而快速推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俗称“长照 1．0”) ，为符合条件的失能者提供“照顾、辅具
及居家无障碍环境、老人营养餐饮、交通接送、长期照顾机构、居家护理、社区及居家复健以及喘
息”等八大类服务。2016 年 1 月初台湾地区“大选”期间，国民党的长照制度 1．0 又成为蔡英文攻
击的靶子。蔡英文上台后不久即抛弃了国民党的长照制度而立即实施新的长照制度( 又称“长照
2．0”) 。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是: 台湾地区为什么否定长照制度 1．0 版本而实施 2．0 版本，除了完善
制度之外，政治选举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 2．0 版本的实施又面临哪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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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期照顾制度 2．0 内容设置的政治考量
长照制度 2．0 是民进党兑现其选举承诺的制度安排，更是民进党否定国民党福利政策的逻辑
必然，因而长照制度 2．0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长照制度 1．0 提出的，其政策内容具有明确的针对
性以及批判的指向性。
从长照服务对象上看，长照制度 1．0 采取“满足老化导致之照顾需求，并考量身心障碍及文化
差异造成之提早老化”原则，［3］将实施对象规定为“65 岁以上失能老人为主”，而 50－65 岁之间的
失能群体需要对其居住范围、失能程度进行限定，比如仅仅将 55 岁以上的山地少数民族及 50 岁以
上的身心障碍者列为服务对象，至于年轻的失能者则不能享有此项服务; 从失能程度来看，多以身
体物理性功能丧失为保障对象，未能涉及和覆盖以失智症为代表的心理障碍老年群体的照顾需求。
这种以老年身心障碍者作为主要保障对象的制度设置是国民党补缺式福利政策理念的延续，始终
遭到一向标榜为所有弱势群体代言、主张实施普遍主义福利的民进党的攻击。民进党认为长照制
度 1．0 的服务对象设置过于偏狭，使得低龄身心障碍者和心智失能者被排除在社区化与低廉性的
长照服务之外。因此，民进党上台后为了凸显自身与国民党的政策区隔，自然就会否定长照制度
1．0版本所设定的服务对象，扩大长照服务对象，建立起不分年龄、地区、障碍类别的长照服务体系。
从长照服务申请角度看，长照制度 1．0 实行申请审核制，需要服务者通过拨打 1966 长照服务
专线或经医院转介等方式向所在地区长照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再由长照管理中心派人赴申请者家
中进行日常生活功能( ADLs) 、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 IADLs) 以及心智功能评估，以此作为申请者
是否需要长照服务以及拟定照顾计划的依据。显然，这是一种事后照顾模式，申请者只有在出现了
身心障碍表现、丧失日常生活功能或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需要他人进行生活照顾情形下才能申
请。这种事后照顾模式虽然可能更经济、更直接，但却遭到民进党的抹黑，被批评为不闻民间疾苦
声，缺乏“预防性照顾”，没有从民众的需求出发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长期照顾制度。民进党上台后
实施“预防性照顾”政策，将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事后照顾拓展为事前照顾与事后照顾相统一的制度
安排，以凸显民进党的普遍主义福利政策主张。
从长照服务供给主体上看，长照制度 1．0 采取社区居家服务为主、机构服务为辅供给方式，政
府以购买服务形式由民间机构按长照管理中心拟定的服务项目、服务频率和服务时间等进行服务
供给。长照制度 1．0 规定，民众在实际使用长照服务时需要“自行联系不同服务供给单位进行服务
供给”。由于各服务单位之间“无横向联系”，因而无法串联起各项服务，容易造成“不同服务供给
单位依据各自需求对同一服务对象进行服务供给的现象”。［4］这个问题受到民众的质疑，民进党更
是抓住了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认为长照制度 1．0 所形成的服务供给方式无法将家庭、居家、社区到
机构各级照顾串联起来，使得以社区照顾为主的在地老化目标实现受阻。民进党执政后整合各服
务供给单位，以此实现与长照制度 1．0 的区隔，体现长照制度 2．0 版本的“高明之处”。
对于长照制度所需资金，一向是台湾两党斗争的焦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府税收补助服务使
用为主，按家庭收入状况确定服务使用者自付部分的资金筹集模式，意在打造一个平价的、民众可
负担的长照服务体系。但这种做法使得长照基金的稳定性与充足性深受当局预算总额限制的影
响。不仅如此，长照基金作为一般性税收支出还要与当局其他支出竞争。在全台经济增长放缓而
长照服务使用人数持续增长的双重压力下，长照基金支出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08
年长照基金支出 28．45 亿新台币，到了 2016 年则达到 53．76 亿新台币，9 年间合计支出 323．11 亿新
台币。［5］受公务预算金额限制，当局长期照顾补助经费预算走低，2010－2013 年每年仅介于18．04亿
－23．19 亿新台币之间，一度造成长照制度“须动用第二预备金及其他相关经费支应”。长照制度
1．0面临的这些问题自然不会被民进党放过，他们大肆展开批判和攻击，直言长照制度 1．0“预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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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严重不足”“欠缺足够财源”“不切实际”，使得长照服务“提供不足、不均，难以真正减轻家庭照顾
负担”。［6］在民进党看来，否定国民党长照制度 1．0 筹资模式等于否定了国民党的福利政策主张，有
利于民进党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
上述情况表明，如果说长照制度 1．0 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只是长照制度 2．0 出台的前
提，那么，政治选举，特别是政党恶斗则是长照制度 2．0 产生的必然结果。台湾福利政策议题的提
出、政策内容的讨论以及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受到执政者的政党立场影响较大，执政党以政治意识形
态为出发点，以对立政党福利政策存在的问题为攻击点，迎合选民意愿，争取最大选票支持，设法否
定对立政党的政策设计与政策实施，“兜售”体现本党政治倾向的福利政策，这是长照制度不断变
化的政治根源。客观地说，长照制度 1．0 是国民党执政期间为应对台湾人口结构变迁、失能人口急
增而家庭照顾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出的解决之道，在制度设计上承袭全民健保网络体系并借鉴
日本介护保险混合式筹资做法，并对三方主体缴费方式与缴费比例进行测算，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但是，民进党上台后以“老人本身不是问题，政府的照顾政策失灵才是问题”为由，［7］完全否定国民
党的长照政策理念与政策主张，打着照顾穷人的旗号，以提高营业税及遗赠税税率、扩充房地合一
交易所得税等方式取代劳、资、政三方缴费的保险筹资制，抛售所谓的长照制度 2．0 版本。从这个
角度看，长照制度 2．0 内容的设置并非 1．0 版本陷入了不可救药的境地，而纯粹是政治操弄的产物。
二、长期照顾制度 2．0 所蕴含的政治因素
作为民进党当局“五大社会安定计划”之一的长照制度 2．0 是为了兑现“找得到、看得到、用得
到、付得起”长照服务体系的选举承诺，试图推动长照制度朝着全民性、普遍性方向发展。但是，民进
党的长照制度 2．0 是对国民党执政期间福利政策的否定，体现了民进党当局的选举考量与政治意图。
首先，长照制度 2．0 试图拓展被照护对象的年龄与失能范围。马英九执政时期，苏贞昌攻击国
民党的长照政策，认为早在陈水扁时期台湾就已经核定长期照顾十年计划，但是政党轮替后却被国
民党的长照保险所替代，这就把原计划“全盘打乱”，需要“即刻进行补救与调整”。［8］为此，2016 年
民进党上台后将 50 岁以上轻度失智症者、未满 50 岁失能身心障碍者、65 岁以上衰弱老人以及 55－
64 岁失能少数民族人口全部纳入长期照顾体系，民众只要有长照需求，经过相关部门评定后理论
上都可以获得照顾服务。这是草根出身的民进党当局贯彻以照顾弱势群体为主轴的政治意识形态
的现实反映，也是其标榜与国民党所主张的“有限受益”“局部公平”的不同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回
应了台湾社会的人口变迁现实。按照台湾学者的测算，到 2030 年前后，台湾地区 5 岁以上人群失
能率将达到 5．3%，5－64 岁失能人口 35 万人，65 岁以上人口的长照需求率更是高达 16．36%。［9］客
观地说，民进党的这一政策主张确实抓住了快速增长的失智症者照顾需求的实际，拓展了失能照顾
类型，由原来专注于照顾身体失能扩大到心智失能群体，努力做到失能类型的全覆盖。有数据显
示，台湾现有心智失能人口超过 30 万，预计 2030 年前后将达到 46 万。［10］将他们纳入长照范围，增
强了长照制度 2．0 版的普遍性，“让每一个需要的人都享有基本的照顾服务”。［11］打弱势群体牌是
民进党选举时始终得到弱势群体支持的重要因素。
其次，长照制度 2．0 是一项全程健康照顾体系。民进党上台后试图改变 1．0 版本的事后干预服
务模式，摆脱国民党时期应急式照顾服务项目设置的消极应对方式，从提升长照服务的效率与效益
角度出发，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照护团队，将长照制度 2．0 变为从预防保健到在宅医疗护理在
内的全程闭环式健康照护模式，形成一个从失能前的预防保健到失能后的生活照料与医疗照护的
医养结合照顾体系。在服务内容上，长照制度 2．0 向前端扩展了以预防保健为目的的社区预防失
能或延缓失能失智服务，涉及“肌力强化运动、生活功能重建训练、膳食营养、口腔保健、认知促进”
等方面，对身心障碍者或发生身心障碍风险的群体提早干预、预防及治疗，延缓该群体的失能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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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后端依托长照中心与医院协助病人出院后继续获得专业、完整和持续性的照顾服务。为此，
民进党主张对不便外出但有就医需求的群体，经专业人员评估后给予“一般西医门诊诊疗服务、护
理人员、呼吸治疗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访视、药品处方调剂服务、健康管理、24 小时电话咨询服务”
等“在宅医疗”和“居家安宁”服务，［12］将长照服务内容从单纯的生活照顾拓展到专业性医疗护理，
形成事前预防与事后照顾相结合、医疗照顾与生活照顾相统一的服务体系。
再次，长照制度 2．0 是以社区为主的整合性照顾体系。民进党针对国民党长照政策在社区长
期照顾服务整体性与连续性不足等问题，试图建立以社区为基础、集技术支援和服务整合的社区整
合型服务中心( A 级) 、复合型服务中心( B 级) 以及巷弄长照站( C 级) 为一体的整体性照顾体系
( 又被称为“长照 ABC 计划”) 。该计划抓住了民众“在地老化”愿望，遵循“培植 A、扩充 B、广布
C”原则，以区域内长照机构量能提升为出发点，发挥各层级服务单位的互助精神，利用巡回接送服
务串联各层级服务，将医疗、社工与保健等服务内容结合起来，鼓励机构提供集居家服务与日间照
顾服务为一体、社会行政服务与卫生行政服务相结合的多元化、弹性化照顾服务，实现长照服务供
给单位间的联结，提升照顾服务输送的整体性。按照民进党当局的计划，到 2020 年底将在全台设
置 469 间 A 单位( 每个乡镇至少 1 间) 、829 间 B 单位( 每个中学学区至少 1 间) 和 2，529 间 C 单位
( 3 个村里 1 间) ，［13］力争建成以社区为主的长照服务体系。
最后，长期照顾 2．0 资金来源有利于中低收入群体。长照制度 1．0 以当局税收补助为主，所需
经费由当局每年编列公务预算、经立法机构同意后支付。这意味着长照基金支出属于“预算限制
模式”，［14］需要与当局其他支出竞争。受当局编列预算总额及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放缓所带来的税
赋水平总体较低等因素的影响，长照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充足性相对“较为不足”。［15］为此，马英九
当局后期拟按照一般保险费 1．19%以及补充保险费费率 0．48%，［16］政府、雇主和个人分别负担
30%、40%与 30%的比例分摊原则进行筹资，以保证长照资金来源。但是，民进党发现按照这个费
率征缴容易引致雇主及雇员的反弹而流失选票，于是以“政府帮你顾长辈，请您放心拼事业”的旗
号，［17］实行高收入者多承担、低收入者少承担原则，推翻 2009 年以来国民党接续规划多年的长照
保险计划，每年以“指定税收 300 亿+政府公务预算 30 亿新台币”规模促使长照 2．0 重回以烟捐、增
值税等为主要财务来源的税收制老路。
总之，台湾地区长照制度从无到有、从 1．0 到 2．0 版本不仅是国、民两党社会政策价值选择的结
果，更是台湾地区福利需求与独特政治生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深受“福利政治化”的影响，［18］在
连年选举的社会里，候选人为了当选自然会抛出有利于争取选民的政策主张。为此，国民党从“有
限福利”理念出发，提出面向高龄失能者并逐步展开的以长照保险为主要财源的 1．0 体系，以争取
高龄身心障碍者群体的支持。而民进党坚持“普遍福利”理念，意在打造一个覆盖全体民众、以税
收为主要财源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以最大限度满足弱势群体需求，从而赢得选票，并使社会福利
呈现出使用者福利权利最大化趋向，包括享用对象的普遍化、福利项目的全面化、待遇覆盖的全程
化等，进而推动整个福利政策的普遍化、全面化与全程化，使得包括长照在内的各项福利制度呈现
出一派“繁荣景象”。然而，这样的政治生态将会导致使用者所承担义务的最小化，诸如长照缴费
基数、缴费费率难以提高，本该由个人负担的合理费用也被转嫁给当局或其他高收入群体，由此导
致整个长照制度按照政党政治的逻辑而非长照制度自身的规律向前演进，从而违背了长照制度的
运行本性，长此以往必将不利于它的持续发展。
三、政党争斗下长照制度 2．0 面临的挑战
台湾地区长照制度 2．0 是民进党当局否定国民党长照政策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是政党恶斗在
民生领域内的表现，是政治逻辑与福利建设的碰撞，因此使它必然面临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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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党相互钳制的挑战。民进党主张的长照供给普遍化与全人化并不是这一制度内在发
展的需要，不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必需，而是政党恶斗，特别是民进党非此即彼的执政思路所然。长
照制度 2．0 是民进党当局以为身心障碍群体提供长期照顾之名而行否定国民党长照制度 1．0 之实
的“改革”。民进党善于操弄民意，凭借立法机构席次较多，使得长照制度 2．0 很容易被“合法化”。
当然，作为反制，国民党势必也会放大 2．0 版本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对民进党的福利政策进行钳
制。例如，韩国瑜在 2020“大选”党内初选时指出，民进党当局推出的长照制度 2．0 实行至今，普及
率还不到四成，但已出现了“服务不足、分配不均、申请繁琐及财政不稳”等四大缺失。［19］政党斗争
的结果促使长照制度呈现出“福利政治化”倾向，包括长照在内的各项福利制度设计与政党竞争相
互裹挟、嵌入，政党间不仅以社会福利待遇提升为“筹码”获取选票赢得执政地位，而且为了打击对
立政党，常以无理否定的方式攻击其他政党的福利主张，使得福利供给范围愈趋扩大、供给水平不
断升高。可以说，长照制度沦为政党政治斗争的工具，政党恶斗已经渗入到长照制度变迁的每个阶
段以及全部阶段，渗透到长照制度的各个方面以及一切方面，只要一天不消除政党政治，特别是蓝
绿恶斗，长照供给承诺扩大化将永远存在，长照将永远被政治所绑架，而全然不顾筹资能力。
第二，长照资金筹集模式选择的挑战。台湾地区在选举政治作用下，保险制或税收制作为长照
制度两种不同的资金筹集模式已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无论是采取国民党的保
险制还是民进党的税收制都不由长照制度运行的内在逻辑所决定，而是政党政治的结果。长照服
务对象与服务项目的扩大化客观上要求长照资金来源多样化，这是所有实施长照制度的国家和地
区的一致做法。但是，在蓝绿恶斗的政治生态下，采用税收制特别是以赠与税、遗产税及奢侈品税
为主的税源，“而不是挖东补西”，［20］更能够得到中低收入群体的认同和支持。这与打着为底层民
众发声的民进党的价值宗旨与选举策略一致。当然，采取保险制注重当局、雇主及雇员的三方责任
共担，可以确保该制度的持续性，这与国民党的精英政治及治理理念相契合，但这却不容易得到需
要付费群体的支持，在选举过程中还容易被攻击。长照资金来源构成遂由纯粹的经济议题演变为
政治议题。例如，为了不得罪选民，陈水扁执政后用长达 8 年的时间“研究”长照制度能否建立以
及长照资金如何筹集问题; 马英九当选后出台“长期照顾服务法”“长期照顾保险法”和《长期照顾
保险制度规划报告》等，采取三方主体缴费方式进行筹资，试图将对选票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 蔡
英文上台后打着为底层发声的旗号直接否定了国民党的保险制而选择了税收制。由此可见，无论
是陈水扁的长照政策研拟、马英九的长照制度 1．0 版本推动以及蔡英文的长照制度 2．0 版本实施，
更多是迎合选民偏好，而很少理性地顾及长照制度本身所应采取的筹资模式。可以预见，伴随着政
党轮替，特别是政党恶斗的常态化，台湾地区长照制度究竟采取何种筹资模式还将处于变动中。
第三，长照服务供需难以平衡的挑战。当福利政策仅仅为了选票及巩固统治，统治者所实施的
福利政策就很难做到客观理性。为了争取中低收入群体的支持，民进党上台后自然就会扩大长照
服务供给，将国民党的长照制度 1．0 版本中所列的 8 大项服务增加到包括失智症照顾服务、小规模
多机能服务、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社区预防性照顾、预防失能或延缓失能与失智服务，以及出
院准备、在宅医疗安宁照顾等在内的 17 项服务，以树立民进党致力于承担身心障碍群体长期照顾
责任、减轻家庭照顾负担的政党形象。但是，长照服务项目的扩大既没有增进民众对长照需求的认
知，也没有扩大对民众的长照服务供给，更没有提升民众对长照服务的满意度。例如，长照制度 2．0
实施后，台湾民众对“长期照护管理中心”“长照 ABC”以及“不动产逆向抵押贷款”三项服务的知
晓率仅有 31%、22%、12%，［21］长照服务的“普及率还不到四成”。［22］也就是说，仍然有六成的身心
障碍者未能使用长期照顾服务。从长照福利供给的普遍规律来看，城市中心城区居民更容易获得
长照服务，而郊区，特别是远离城市的山地居民难以获得长照服务; 长照服务供给越多，郊区及山地
居民的获得相对就越少; 选票越多的地区长照服务投入就会越多，而选票越少的地区长照服务的投
入就得不到重视。长照服务需求的结构性矛盾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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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长照制度设立初衷与目标实现的挑战。长照制度本来是台湾地区为解决失能群体照顾
资源不足而进行的制度安排，集中表现为通过开展以居家式和社区式照顾为主、机构式照顾为辅的
社会照顾模式，发现和开发失能人群的剩余能力，延缓和减少失能时间，提升失能群体自主生活的
能力，促进其社会参与及社会融入。但是，受党派林立相互争斗的社会情境影响，长照制度的建立
与改革逐渐偏离了这一制度设立的初衷。每一个政党都会从本党政治利益出发解构或建构长照制
度，能否以及如何降低准入门槛、扩大服务对象、增加服务内容、提高给付标准等措施均体现着本党
派的政治诉求，以此换取选民对本党候选人的认可; 能否扩大长照对象、能否提高长照待遇甚至被
简单化为政党是否为民的评判标准。这就使得长照制度的建立、运行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四、台湾长期照顾制度的未来发展
台湾地区长照制度近 20 年的演变表明，制度本身不可能完全保持价值中立。长照制度一旦被
政治所操弄，陷入政党争斗，就一定会打上政治的烙印而偏离这一制度的发展初衷，这值得我们警
惕。社会应该建立一种能够回归到满足失能群体基本照顾服务需求这个层面的长照制度。
首先，长照制度应该避免政治过度干预。长照制度由各执政党制定而成，自然会受到政党的价
值观念影响，体现政党的福利政策倾向，这是包括长照制度在内的所有福利制度必然面临的情境。
但是，长照制度要想持续发展就应该坚守自身独立性，避免过度的政治干预，防止沦为政党斗争的
“筹码”。这就需要探索一种能够独立于朝野两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主管包括长照在内的整个福
利事业，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长照供需能力调查，引入精算方法测算需要长期照顾服务的人口规
模、项目种类及资金规模，避免长照政策因选举或政党轮替而不断变更，实现长照政策的稳定性与
持续性。当然，也可以扩大长照制度的决策范围，将主要政党、社会组织以及民意代表等利益相关
群体纳入决策主体，充分听取各方代表声音，弱化两党恶斗形成的非此即彼政策走向及政策决策模
式。这就是说，长照制度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抛弃政党争斗，避免政治过度干预，按照长照制度自
身应有的规律去运行。
其次，长照制度应当坚持满足民众基本需要。民众需要，特别是基本需求，是长照制度设立的
初衷，也是长照制度再出发的动力源泉。这是长照制度对人民生活需要的积极回应。在蓝绿争斗
的场域下，长照制度沦为台湾地区政党间相互攻击的工具，而枉顾这一制度自身应有的发展规律。
这就要站在民众基本需要立场上审视长照制度，将其划分为基本的和非基本的需要两个部分，各党
派应当抛弃超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获取选票为目的的非基本长照服务供给的理念及策略，坚守
并保证基本的长照服务供给，坚持“在地老化”基本理念，发展小规模、多机能、便利化服务，促进长
期照顾服务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最后，长照制度应该顺应两岸融合发展态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岸交流交往不断深化，人员
频繁往来不仅推动了两岸社会融合，而且给他们家中失能人员照顾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们应该正
视两岸民众交流交往日益频繁这一社会事实，正视两岸长照制度差异化的政策设计事实，借鉴和吸
收各自好的做法，谋划两岸共同认可的长照对象鉴定与准入标准化、长照服务供给与评价量化、长
照服务个性化等，实现两岸长照服务硬件与软件的衔接和整合，形成两岸人民共享的长期照顾服务
手册与政策，解决好到对方工作生活人员的家庭老人及失能家人的安养与照顾问题，促进两岸民生
制度的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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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Long－term Care System 2．0 in the Contest of Political Parties
Gao Herong，Zhang Aimin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Chen Shui－bian's authorities developed a long－term care system in order to
fulfill his election promise and solve the long－term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family and foreign caregivers． After the rota-
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2008，Taiwan promulgated laws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ng－term care system 1．0． At
the end of 2016，after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ook office，it denied the care system 1．0 in the name of the prob-
lems it had encountered in its implementation process，including those of the low degree of popularity of the service target，
the dispersion of the service supply system，and the poor ability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unds，and replaced it
with the system 2．0 which covers not only the elderly but also other disabled groups with an integrated service model integra-
ting preventive health care and in－house medical care． In fact，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long－term care system 2．0 pos-
sesses contain profound political factors，reflecting the DPP authorities' election consideration． Of course，it is also chal-
lenged，in the course of implementation，by various factors，such as the Kuomintang's restriction，the choice of financing
mode，the unbalanced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long－term services，and the difficulty in achieving its original intention
and objectives． This means that the system 2．0 should try to avoid excessive political interference，adhere to satisfying the
basic needs of the people，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ross－Strait integration，and final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society．
Key Words: Taiwan region，Long－term Care system，political party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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